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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的发展对于国家的繁荣进步有深刻作用，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截面数据，分析中

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程度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将居民的生育意愿(未来两年内是否会要孩子)作为被解

释变量，主要解释变量就是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以及互联网的使用频率，控制变量为户口、性别、对自己

未来信心程度，幸福值、婚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会显著影响居民

的生育意愿，居民的主观社会阶层认知也会显著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政府与企业要协同发力，多方共

同改善生育意愿低迷的现象，政府要针对加大对互联网的基础建设，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相关的网络

平台也要积极宣传优生优育的相关政策，促进人口长期的发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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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tion development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of a country. Using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of China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 in 202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residents’ Internet use on their fertility intenti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residents (whether they will have children in the next two years) was taken as the explained va-
riable, the main explanatory variable was the use of mobile Internet and the frequency of Internet 
use, and the control variables wer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gender, confidence in their future, 
happiness value,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Through the empirical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reproductive intention of residents, and the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cognition of residents will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reproductive inten-
tion of residents.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pheno-
menon of low fertility willingness,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In-
ternet,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the relevant network platforms should 
also actively publicize 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eugenic and eugenic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long-term balance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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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

本”。我国目前面临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情境，人口均衡发展是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人力资本是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重要资源。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对于

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意义重大。生育意愿是指个人或家庭考虑到限制因素后的生

育愿望的表现，包括期望生育子女数量、性别及生育时间等方面[1]，生育意愿是衡量生育水平最直接的

一个指标，本文中重点关注生育意愿中的生育时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 亿，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3549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互联网对人

们的生活、生产等有着显著影响，居民可以通过网络远程办公，也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了解最新的

政策动向。随着时代的进步，市场中对于人力资源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既有研究针对人口生育意愿的影

响因素展开了大量深入的实证研究，并且得到了丰富的研究结论，研究中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主

要分为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微观至宏观分别是社会、家庭、个人三个维度。首先基于社会层面，部分

学者认为国家政策、公共服务满意度[2]、人口流动[3]、社会保障[4]、房价[5]、教育[6]等方面都会对居

民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汪伟等学者还通过实证研究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生育意

愿[7]。其次基于家庭层面研究，婚姻状况、隔代照料等情况也会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夫妻的双方父母

如果能够帮助一起抚养孩子，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会得到显著的提高，张世伟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母亲延

迟退休会导致其子女的生育意愿显著降低[8]，最后从个人层面来看，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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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理想抱负[9]也会显著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 
互联网革命推动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对个体和家庭的工作生活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学者们已经意识到数字技术的使用也会影响到居民的生育意愿，互联网对于居民的生育水平、生育意愿

也会起到关键性作用。国内外关于互联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展开了广泛研究，总体来看，这些研究

主要有两种相对的观点。部分学者持积极态度，从经济角度来看，互联网作为就业渠道之一，可以通过

增加工作机会、提高工作报酬来改善生育率，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互联

网就业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善当前低迷的生育率，提升居民的生育意愿[10]。Jaba Elisabeta 通过研究发现女

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对生育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11]，互联网的普及可以增加在家兼职工作女性的比例，能

对生育产生正向的影响[12]。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对于居民的生育意愿产生了负面影响，从信息

传播视角出发，互联网作为人们了解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可以通过重塑人们的生育价值观来影响人们

的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有学者通过研究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发现互联网上多种多样的生育

信息传播改变了互联网使用者的传统生育观念[13]，育龄人群在互联网使用时能够接收多元化生育成本信

息，使用者们了解到丁克等生育观念，自身生育观念更新，从而降低了生育意愿。互联网丰富了居民的

娱乐休闲活动，对于生育产生效用替代的作用，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同时也有实证研究显示接触互联网

之后可能会加剧生育焦虑，增加生育成本与工作协调成本[14]，从而使得人们的生育意愿处于低迷的状态。

邱磊菊等学者认为负面信息机制、效用替代机制和婚姻满意度机制是互联网使用降低居民生育意愿的重

要途径[15]。 
基于既有研究可以得知，多数实证研究将移动互联网使用处理为二分变量，讨论互联网的使用与否

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作用，李飚[16]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生育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互联

网使用主要通过影响孕龄群体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降低孕龄群体的生育率。吴丹[17]的研究结果显示互联

网的使用对 30 至 40 岁居民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作用。关于互联网使用频率的研究中，王小洁[18]等学者

认为使用互联网及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的个体，其生育意愿就越低。当前许多学者针对特定人群展开研

究，对整体居民生育意愿的研究还不够丰富，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因此本研究试图回答移动互联网的

使用对居民的生育意愿是否存在影响？ 
现有研究中关于主观阶层认同的研究也得出较为丰富的结论。主观阶层认同[19]是指“个人对自己在

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知”。既有的研究针对社会阶层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有

学者认为主观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主观阶层认同高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更高，主观阶层

认同低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则更低；持相对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阶层结构的两端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

育率，或底层有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20]。因此本研究试图回答主观阶层认同对居民的生育意愿是否存在

影响？ 
探究互联网使用与居民主观生育意愿对中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不仅能够丰富当前学界对于生

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能够针对当前的居民生育意愿低迷的情况提出针对性的策略以提升居民生育

水平及生育意愿，进而促进优生优育，助力人口转变升级。 

2. 研究假设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然为本文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意义与基本理论支撑。基于现有研

究以及变量定义，我们可以得知互联网使用，主观阶层认同对于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影响基于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对居民未来两年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H2：主观社会阶层认知对居民未来两年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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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CFPS 调查数据以 2010 年为基线，每 2
年对基线调查数据进行 1 次追踪调查，调查范围涵盖较广，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

次的数据，调查内容涵盖手机网络、健康水平、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反应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

育和健康的变迁与发展。CFPS2020 年的最新数据样本量充足，而且关于互联网使用情况和居民生育意愿

的问卷设置合理、调查内容详尽，能够为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充分支撑。本研究选取个人问卷，经

过数据筛查与清理，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8349 个。 

3.2. 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选取未来两年生育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是反映居民预期生育行为，预测社会生育

水平的重要指标，在 CFPS 问卷中对应的调查问题为“未来两年内是否会要孩子？”该变量为二值变量，

回答为会和不会。 
2) 解释变量 
手机、平板等设备为人们上网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也是目前居民上网的主要工具，因此本研究选取

移动互联网使用为被解释变量，移动互联网使用在 CFPS 问卷中对应的调查问题为“是否使用移动设备，

如手机或平板上网？”解释变量为二值虚拟变量，该变量等于 0 表示受访者不使用移动互联网，该变量

等于 1 则表示受访者使用移动互联网。样本数据显示，居民上网的比例为 84.3%。居民主观社会阶层认

知在 CFPS 问卷中对应的调查问题为“您给自己在本地的社会地位打几分？”，赋值为 1~5，该变量等于

1 说明受访者认为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较低，该变量等于 5 说明受访者认为自身在本地的社会阶层很高。 
3) 控制变量的选择 
本文将户口，性别，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幸福值、婚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作为控制变量，根

据本文研究目的，将 CFPS2020 的问卷中的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别中将男性赋值为 1，女

性赋值为 0，对未来信心程度从没有信心到很有信心赋值为 1~5，幸福值中 0 代表最低，10 代表最高。

婚姻满意度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赋值为 0~5，工作满意度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赋值为 0~5。根据

分析需求，将数据中这四个问题中回答“不适用”“不知道”“拒绝回答”的数据设置为缺失值。 

4. 模型建立 

为了论证移动互联网使用和主观社会阶层认知对未来生育意愿的影响，本研究运用二元 Logit 模型来

进行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0 1 1 2ln
1 i i j

P x x x x
P

β β β β  = + + + + − 
  

在模型中，生育意愿为因变量；移动上网和居民主观社会阶层认知是自变量，户口、性别、对未来

的信心程度、幸福值、婚姻满意度与工作满意度为控制变量。 

4.1. 描述性分析 

通过表 1 我们可以得知，居民的生育意愿平均值为 0.118，生育意愿普遍较低。居民使用互联网的均

值为 0.843，使用频率较高。居民主观社会阶层认知的均值为 2.921。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均值为 4.195，
对未来的信心程度较高，幸福值为 7.544，居民的幸福指数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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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lated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未来生育意愿 8349 0.118 0.335 0 1 

户口 8349 0.719 0.463 0 1 
性别 8349 0.485 0.499 0 1 

对未来信心程度 8349 4.195 0.844 1 5 
幸福值 8349 7.545 1.857 0 10 

婚姻满意度 8349 4.436 0.852 1 5 
工作满意度 8349 3.637 0.910 1 5 

4.2. 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通过使用 stata17.0 软件对 CFPS2020 年数据进行分析，为研究居民的未来生育意愿与使用互

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以居民未来生育意愿为因变量，移动互联网使用和居民主观社会阶层认知

为自变量，户口、性别、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幸福值、婚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为控制变量的二元

Logit 模型。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框架，建立了 2 个模型进行分析，先将因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分析，模型 2 中

将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体现居民移动互联网使用和居民主观社会阶层认知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Logit model of residents’ fertility intention 
表 2. 居民生育意愿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二元 Logistics 回归 稳健性检验(probit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 
     

移动互联网使用 - 0.874*** 
(0 .126) 

0.430*** 
(0.0601) 

0.438*** 
(0.0603) 

0.874*** 
(0.126) 

主观社会阶层认知 - −0.132*** 
(0.0384) 

−0.0668*** 
(0.0203) 

−0.0636*** 
(0.0202) 

−0.132*** 
(0.0416) 

控制变量      

户口 −0.0345 
(0.0754) 

0.0666 
(0.0762) 

0.0384 
(0.0404) 

0.0338 
(0.0404) 

0.0666 
(0.0762) 

性别 0.0545 
(0.0698) 

0.0288 
(0.0702) 

0.0547 
(0.0361) 

0.0120 
(0.0371) 

0.0288 
(0.0702) 

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0.0369 
(0.0448) 

−0.00451 
(0.0463) 

0.0152 
(0.0241) 

0.00175 
(0.0243) 

−0.00451 
(0.0463) 

有多幸福 0.0140 
(0.0209) 

0.0162 
(0.0216) 

0.0253** 
(0.0113) 

0.0112 
(0.0112) 

0.0162 
(0.0216) 

婚姻满意度 0.208*** 
(0.0506) 

0.224*** 
(0.0515) - 0.119*** 

(0.0263) 
0.224*** 
(0.0515) 

工作满意度 0.0600 
(0.0385) 

0.0806** 
(0.0394) 

0.0453** 
(0.0207) - 0.0806** 

(0.0394) 
样本量 8349 8349 8349 8349 8349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2 0.0053 0.0180 0.0146 0.0173 0.0180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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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2 的回归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解释变量移动互联网使用，居

民主观社会阶层认知都在 1%显著水平上显著，表明移动互联网使用和主观社会阶层认知都对居民未来生

育意愿存在显著影响，由回归系数可以得知，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对居民未来生育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居

民社会阶层认知对居民未来生育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居民的社会地位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居民的社

会地位越低，生育意愿就会越高。由此可以得知，互联网的使用程度越高，居民的生育意愿越高。居民

主观社会阶层认知越低，生育意愿就越高。居民认为自身的社会地位较低，会更加积极生养下一代，以

期提升自身社会阶层。 
为了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选取更换计量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验证，使用 probit 方法对自

变量与生育意愿进行分析。结果均显示，移动上网和居民社会阶层认知对于居民生育意愿存在 1%的水平

的显著影响作用，说明在不同的模型中，移动互联网使用的正向影响与主观社会阶层认知的负向影响是

稳定并且显著的。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20 年的数据，从微观个体层面实证检验了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和

居民的主观社会阶层认知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实证结果，政府、企业应协同治理，共同改善当

前的生育率低迷的困境，降低育龄人群的生育成本，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本文主要从政府优化相关政

策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5.1. 政府加大互联网建设 

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网络技术可及性，降低联网费用，减

少互联网准入限制和进入壁垒，并可适度为边远山区的用户免费提供互联网，尤其是扩大女性互联网用

户的数量。让居民能够通过网络及时地接受最新观念和社会趋势，了解到科学的育儿观念。政府可以通

过各种网络渠道宣传关于优生优育的政策，以及生育的相关知识，让居民能够便捷地获取最新得相关政

策。互联网能够极大提升个人信息搜寻的效率与信息获取的便利性，方便个人掌握更多生育信息和生育

知识。同时政府要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合理监管，弘扬积极正面的生育理念和家庭观念。多提供科学、

权威的生育知识和相关信息，要高度重视宣传倡导和科技指导,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引导公民树立积极正

确的生育观念。 

5.2. 政府加强政策扶持 

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应该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支持优生优育的

政策，相关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政策及时顺畅实施，让育龄人群没有后顾之忧。政府完善和落实各

项生育支持政策，给予生育家庭生育补贴，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

增加对于妇女儿童的福利补贴以及加大对儿童护理的支持力度，积极扶持育儿技能培训机构、托育机构、

心理辅导机构、产后康复机构的建设发展，为育龄人群的生育提供链条式的指导与保障，为产后女性提

供心理辅导和产后康复。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加强生育政策宣传。政府的网信办等相关

部门与网络平台进行协同治理，共同进行网络环境的优化治理。政府要加强监管，督促相关网络平台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宣传生育政策，进行网络环境的优化治理，给居民提供优质的网络

资源，丰富居民获取知识的渠道。政府要进行相对公平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保持社会阶层的畅通，

激发居民改善家庭生活，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生育意愿，使更多的人能够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社会

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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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网络平台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宣传优生优育的理念，提升网络服务平台的质量，可以通过增强育龄

人群对于家庭的归属感，积极疏导居民的生育焦虑，积极弘扬正面的生育理念和家庭观念，为个体生育

决策提供全面的参考。促进居民主动接触新鲜观念，通过网络途径了解生育方面的知识与政策。参与生

育社群的讨论，建立正确的生育观。就业市场应平等对待育龄人群，用人单位保障员工生育后的各项权

利，确保工作岗位与工资报酬的稳定性和晋升渠道的平等性。适当实行弹性工作制，降低员工协调工作

与家庭的成本，提升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增加远程工作的岗位，允许育儿员工远程办公，用人单位要

按照政府的有关规定给予育龄家庭补贴、假期等，减轻育龄家庭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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